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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去魅与重构
* ①

———以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崔丽娜

【提要】 人物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和立场不同，对历史
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往往会经历一个“构建—去魅—重构”的过程，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就

是历史人物研究中去魅与重构的典型样例。他对“英雄传统”下被美化的亚历山大形象进行了修正，

改变了亚历山大“传播文明”这一叙事范式；同时，他从被征服者的视角，重构了一个残暴专制的征服

者形象。博斯沃思的去魅与重构破除了对亚历山大的英雄构建，实现了亚历山大研究的历史转向，

但他笔下的亚历山大形象仍然是片面和偏颇的，研究方法也未完全跳出“英雄传统”的模式。只有将

亚历山大真正置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认识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 历史人物研究 去魅 重构 博斯沃思 亚历山大

人物和事件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历史事件研究注重解读纷繁杂芜的史料、剖析错

综复杂的关系而言，历史人物研究更加注重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不同

的历史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立场有别，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可能迥然相

异，因此，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往往会经历一个“构建—去魅—重构”的过程。澳大利亚西

澳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史教授阿尔伯特·布里安·博斯沃思（Albert Brian Bosworth，1942—2014 年）对
亚历山大的研究，就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历史人物去魅与重构的典型样例。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 323 年）是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公元
前 336 年继承王位，公元前 334 年率军东征，短短十年里缔造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
流域的世界帝国，实现了前人从未成就的功业。正因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笔下，亚历山大备受推

崇，逐渐从国王和军事统帅演变为英雄和半神。18 世纪，欧洲大国从商业和航运业中获得巨大利润，
亚历山大远征的商业后果开始受到关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亚历山大的远征引发了

贸易革命，尤其是他计划通过巴比伦和波斯湾经营与印度的贸易。① 这一观点经威廉·罗伯逊、约

翰·吉勒斯等史学家的强调和发展，亚历山大成为刺激东方经济转型的第一人。② 19 世纪以来，在
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美化亚历山大的传统得以延续，亚历山大的英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形成

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英雄传统”。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勃兴，西方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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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研究开始了从“神化”到“去魅”的转向。① 博斯沃思是实现这一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他

站在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立场上，通过重新考证、辨析史料，批驳了德罗伊森以来美化亚历山大的传

统，褪去了亚历山大身上的英雄光环。在此基础上，博斯沃思重构了一个符合后殖民主义学者认知

的亚历山大形象。本文尝试探究博斯沃思“去魅”亚历山大的方法论，分析他重构亚历山大的贡献与

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历史地评价亚历山大。

一、古典史学家的记述与“英雄传统”的出现

现存亚历山大史料中，对“英雄传统”有直接影响的是普鲁塔克和阿里安的作品。普鲁塔克在两

篇演说《论亚历山大的运气或美德 I、II》中，直接反驳了亚历山大的成就源于偶然好运的说法，并以
诸多例证说明，是个人美德而不是好运成就了亚历山大，因为他拥有伟大的灵魂、非凡的智慧、节制

和勇气，②能够保持并合理运用权力。③

普鲁塔克将亚历山大视为名副其实的哲学王。亚历山大不是到亚洲土地上劫掠的征服者，而是

文明的传播者，“他的语言、行为以及教化，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④ 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起

到了传播希腊文明、教化蛮族的作用：亚历山大在蛮族人的土地上建立了七十多座城市，它们把希腊

的传统和法律传播到整个亚洲，使那里的人们摆脱了从前野蛮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亚历山大征服的

人，比尚未被他征服的人享受更大的幸福，因为前者无力摆脱自古以来的悲惨状况，而后者因为胜利

者的征服获得了更好的命运。⑤

普鲁塔克相信亚历山大肩负统一世界的使命。亚历山大远征不是为个人过上奢侈的生活，而是

为了人类实现和谐与和平，成为利益共同体。⑥ “他相信自己是上天派来统治世界的，他是整个世界

的调和者。凡那些不能通过劝说和解的，他就被迫采用武力，像混合酒那样混合他们的生活方式、风

俗、婚姻和社会习惯。他劝说人们把有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都当作他们的国家，把他的军营看作他

们的堡垒和防御工具，将所有的好人视为同胞，坏人视为外人。”⑦他希望人们服从同一种理性、同一

个政府，所有人都成为一家人。如果不是神过早召回他，统治全人类的法律将会出现。⑧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被学界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亚历山大史料。⑨ 阿里安的目的是通

过再现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赞颂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为当时的元首乃至后世提供道德训诫。

他以很多细节表现亚历山大勇敢无畏、追求荣誉、自我节制、对敌慷慨等美德。在他看来，亚历山大

超乎一切凡人之上，因此，对远征过程中的各种天意、神助津津乐道，甚至宣扬亚历山大本身的神性。

阿里安直言，即使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出身于神，也无可厚非，因为他的威望并不低于米诺斯、伊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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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拉达曼提斯，这几位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宙斯，而当时的人们也没有觉得任何不妥。①

对于亚历山大烧毁波斯波利斯王宫等一些做法，阿里安表示了异议，但又认为，“无非是亚历山

大在仓促之际或恼怒之中犯了过错，或是他在仿效东方式的骄矜方面走得远了一些”，②并不影响他

的伟大。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是欧亚两大洲无可争议的主宰，他的名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任

何在成就上不如他的人都没有资格批评他。他品德崇高，世所罕见。③

普鲁塔克和阿里安笔下的亚历山大，对后世理解和认识亚历山大有巨大影响。19 世纪以来西方
有关亚历山大研究的“英雄传统”，究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记述。这一传统开始于德国学者

德罗伊森。作为当时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德罗伊森坚信，德国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统一。他在希腊城邦分立中看到了近代德国的影子，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统一希腊、亚历山大把

希腊文明扩展到东方，则让他看到了德国统一可以借鉴的模式，亚历山大成为他政治理想的代言人。

1833 年，他出版《亚历山大大帝》一书，从几个方面表达了对亚历山大本人及其远征的赞赏和肯定。
首先，亚历山大不是一个冒险家，而是一个行动的英雄，他的征服有既定的目标，有清晰的计划，尤其

在经济方面，他发行了新型银币，废除了波斯时期的实物税，开通了印度和巴比伦之间的海路，给亚

洲带来了急剧、深刻的转变，这些都是他筹划实施的结果。④ 其次，对被征服之地而言，亚历山大是解

放者和建设者，他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在废墟上建设了一个新世界。他使波斯时期停滞的经济开始

复苏、繁荣，他消除了胜者和败者的差别，使希腊人和蛮族人和解、交融，民族偏见消失，新的社会形

式出现。德罗伊森称这个时代为“希腊化时代”：“我毫不怀疑，在希腊化时代，一种共同的文化发展

起来了，从尼罗河到锡尔河河畔，都把同一种法则视作优良社会、文明世界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德

罗伊森相信亚历山大开启了人类统一的序幕：我们有理由把希腊化称作第一次人类统一……即使帝

国分裂为不同国家，仍在教育、文化、品味、风尚以及人类社会的不同层面保持着高度统一。最后，亚

历山大在德罗伊森笔下实现了从人到神的升华：在亚历山大身上，希腊异教的神人同形论达到了它

的最高形式，一个人成了神。⑤ 由此，德罗伊森奠定了近代西方亚历山大研究的“英雄传统”。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学界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基本延续德罗伊森开创的路径。维
尔肯（Ulrich Wilcken）是德罗伊森的崇拜者，他在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1931 年）一书中发展了德
罗伊森的观点，认同亚历山大有发展经济的伟大计划：亚历山大要找到从印度通往底格里斯河和幼

发拉底河的海路，如果成功了，印度的贸易将与帝国西部的贸易联通起来，为帝国的商业活动带来广

阔前景。他要在他的世界帝国内发展起世界性商业。他对亚洲和埃及的征服给经济带来了革命性

变化，不仅影响到东方的希腊商人，也逐渐影响到希腊本土的经济发展。⑥ 此外，维尔肯认为，亚历山

大意识到马其顿人的数量不足以统治帝国，于是产生了融合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想法并付诸实践。⑦

贝尔夫（Helmut Berve）也接受了德罗伊森的融合论，他在《亚历山大的融合政策》（1938 年）一文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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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亚历山大尊重波斯人，首先使他们在宫廷和军队中与马其顿人平起平坐，然后通过婚姻关系融合

了两个民族，让这两个民族共同统治他的世界帝国。①

德国学者的研究，在英国希腊化史学家威廉·塔恩笔下得到了呼应。塔恩在 1926 年出版的第
一版《剑桥古代史》第六卷中，撰写了有关亚历山大的内容。1948 年，他又出版两卷本《亚历山大大
帝》，第一卷基本是《剑桥古代史》中的内容，第二卷以史实考证为主。塔恩接受普鲁塔克的说法，认

为亚历山大作为暴君的负面形象来自逍遥学派，②他们由于卡里斯提尼之死对亚历山大怀恨在心，因

此他们的作品不可信。在塔恩笔下，亚历山大理性务实、行为节制、尊重对手、同情属民、允许希腊人

继续享受自治，征服的野心变成了实现人类统一的神圣使命感。他指出，亚历山大希望人们不分种

族、不分制度，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服从宇宙间固有的共同法则；不是由于强制，而是由于个人意

愿和爱统一在同一种社会生活中。③ 亚历山大的通婚、建城等措施就是要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推进

欧洲和亚洲的融合。公元前 324 年的奥皮斯宴会，④第一次宣告了人类统一和兄弟般的友爱。这种
统一，激发了人们对真正的精神统一的渴望，促发了基督教的产生，而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文明，

为基督教提供了赖以传播的土壤。⑤ 显然，塔恩以普鲁塔克的修辞为基础，把亚历山大塑造成了一个

以统一世界为己任的英雄骑士。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塔恩这种理想化的亚历山大

形象被广为接受。

“英雄传统”视域中的亚历山大研究，有两个重要缺陷。第一，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和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英雄人

物历史作用的决定力量。⑥ 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是时代的产物，而任何一个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基

本物质生产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英雄人物的文韬武略，既离不开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也

离不开广大普通士兵经年累月的征战和牺牲。但是，在“英雄传统”的研究中，他们消失在一系列统

计数据中：亚历山大占领了多少城市，夺取了多少财富，俘获了多少敌人，这些似乎都是亚历山大一

人之功。

第二，从殖民话语出发，缺乏历史事实支撑。无论德罗伊森强调的“希腊化”，还是塔恩提出的

“人类统一”，都过度渲染了亚历山大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文明使命”是殖民话语中
的核心概念。如萨义德所言，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

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⑦所以，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在德罗伊森

以来对亚历山大的英雄构建中，亚历山大远征就像近代欧洲殖民的古代版本，从那时起，欧洲就为那

些陷入停滞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带去了文明和进步。可见，“英雄传统”下的亚历山大形象不仅是史

学家个人诉求和理想的表达，也具有鲜明的殖民时代的特征，成为“殖民合法化的幌子，帮助了那个

时代的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⑧但是缺乏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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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后殖民史学的影

响下，亚历山大研究发生转向，学者们开始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重新思考亚历山大远征，对“英雄传

统”进行反思和修正，标志性事件是 1958 年恩斯特·贝狄安的《亚历山大与人类统一》一文的发
表。① 贝狄安率先对塔恩的“亚历山大致力于实现人类统一”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塔恩的观点是误

解、误读或对史料主观解释的产物。博斯沃思沿着贝狄安开创的研究路径，通过重新解读史料，对德

罗伊森以来的“英雄传统”进行批判，实现了“去魅”亚历山大。

二、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去魅与重构

博斯沃思在亚历山大研究领域耕耘近四十年，成果丰硕，被公认为当代亚历山大研究的权威学

者。他对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进行扎实研究，完成了两卷本《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评

注》，并陆续出版了《从阿里安到亚历山大：历史解释研究》《征服与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亚

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等专题著作。② 在一系列研究中，博斯沃思着重批驳“英雄传统”宣扬的

融合论，他在《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的开创》《亚历山大和伊朗人》③等文章中笃定地指出，没有可

靠的古代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有明确的融合政策。④ 融合论者的主要依据是亚历山大鼓励马其顿人和

波斯人通婚、在军队中吸纳波斯人以及在东方建城，博斯沃思对这些证据进行了逐一批驳。

博斯沃思指出，亚历山大与罗克珊娜的婚姻以及苏萨的集体婚礼，本质上是巩固统治的一种手

段，也是马其顿阿吉德王朝政治联姻传统的延续，不能作为亚历山大有意混合两个民族的证据。亚

历山大希望混合婚姻的后代能被父母双方的家庭接受，以便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培养对他的忠诚。尽

管苏萨婚礼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其根源在马其顿的历史和外交程序，并非文化融合的革命性实践。

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也没有延续这种模式。⑤

在军事组织方面，博斯沃思认为，起初亚历山大利用来自中亚总督区的波斯人，是由于他在印度

战役中需要辅助部队；此后波斯辅助部队的作用，一是制约马其顿军队，二是作为军队的人力补充。

但是，在步兵和骑兵中，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是以独立单位分开服役的，所以没有融合政策，反而存在

一种有意的分化政策，使两个民族互相制衡。⑥ 在《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的开创》一文中，博斯沃

思进一步指出，几乎看不到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团结友好的证据，亚历山大招募波斯人是为了震慑马

其顿人，他甚至威胁用波斯人完全取代马其顿人。一旦马其顿人屈服，老兵复员，史料中就几乎没有

再提到波斯军队了。所以，亚历山大招募波斯人加入军队，是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这也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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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王朝的习惯做法。①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超凡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个著名的“建城者”。普鲁塔克的赞美使他的建城

业绩深入人心，德罗伊森几乎完全接受了普鲁塔克的说法。在他看来，通过建城传播希腊价值观是

亚历山大完成神圣使命、混合东方和西方的必要条件。对此，博斯沃思指出，这是希腊民族主义的表

现，与事实完全不符。建城是征服的必然结果，主要是为了驻军，作为帝国的防御屏障，就像罗马世

界的殖民地一样。② 在有关建城的史料中，人们很难看到任何文化融合的痕迹。经证实的亚历山大

的城市大多在帝国东部，它们主要是军事基地，有可能是为了抵挡游牧民的入侵，几乎没有任何经济

和文化目的。新城市没有被当地人视为文化上的恩惠，反而被视为邪恶的寄生虫，因为城市占用了

当地的农业资源，降低了当地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③ 城市中也没有文化融合政策，殖民者和当地人

视彼此为外国人。亚历山大死后，上总督区（the upper satrapies）的 20000 名希腊人聚集起来，尝试返
回爱琴海地区，原因是他们想念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④ 所以，他们并非心甘情愿的殖民者，只是由

于畏惧亚历山大，才在当地定居下来。他们把希腊的生活方式引入当地，利用土地的收入建起体育

场和剧场，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文化影响了当地居民。“尽管普鲁塔克将建城视为教化蛮族的措

施，但当地人难免认为，这些西方人才是剥夺他们的蛮族。”⑤

通过以上分析，博斯沃思力图证明，亚历山大没有明确的融合政策，即使现实中马其顿人和波斯

人确实有某种程度的融合，那也是亚历山大有意使两个民族、尤其是其社会上层相互制衡的结果，以

便任何一方都不会威胁他的专制统治。既然没有融合政策，自然也就没有基于融合产生的新时代。

如果说有一个新时代的话，应该以公元前 319 年为起点，即安提帕特带着两个国王———亚历山大四
世和腓力三世一同回到马其顿之时，这是阿吉德王权与亚历山大在亚洲征服的分水岭，⑥标志着亚历

山大帝国的分裂。

亚历山大的经济政策和成就是德罗伊森强调的要点之一。博斯沃思否认亚历山大有任何经济

成就，直接控诉他对当地经济的掠夺与破坏：“对亚洲大部分地区而言，亚历山大的到来意味着杀戮

和饥荒，其影响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造成的破坏同样严重。征服者制造了一个荒漠，却被称之为帝

国。”⑦博斯沃思认为，亚历山大的所有活动都服务于他的军事目的，对被征服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毫

不关心。为了运送舰队，提高河道的通航能力，他毫不犹豫地摧毁了底格里斯河上重要的灌溉工程，

这些人工水坝本可以将部分河水引向灌溉渠，浇灌当地的农田。⑧

在去魅亚历山大的同时，博斯沃思在其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回归到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这一

最初的身份。他指出，在亚历山大研究中，有一种将胜利者理想化的倾向，亚历山大经常被赋予人们

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品质，他是理性的、有远见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征服过程中恐怖的杀戮则

时常被置于边缘，受到忽视，结果是塑造出一个与他制造的恐怖屠杀毫不相关的、被美化的亚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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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① 博斯沃思强调，亚历山大远征的残酷性需要重视。② 他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着重揭示亚历山

大远征过程中的杀戮及其给被征服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从而重构了一个冷酷无情、富于侵略性的

征服者形象。

博斯沃思历数亚历山大在重要战役中的杀戮。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马其顿军队几乎全歼波

斯步兵。③ 希达斯佩斯河战役结束时，印度步兵的一半或三分之二、骑兵的四分之三被杀，战象的踩

踏加剧了屠杀的恐怖。博斯沃思强调，这是一次实力悬殊的战斗，是赤裸裸的杀戮，是对一支人数少

且缺乏作战经验的军队的歼灭战，根本不是英雄的史诗大战。④ 马里战役是恐怖征服的又一明显例

证。⑤ 这一战的目的就是杀死尽可能多的马里人，威慑其他的地方反抗。为出其不意，亚历山大率军

于夜间穿过沙漠，黎明时分突袭毫无防备的马里城。⑥ “这是对基本没有防御的人口有预谋的屠杀。

马其顿人并非像塔恩所言，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们正在实施统治者制定的恐怖政策。”⑦博斯沃思

认为，整个印度战役都可以看到有意识的镇压政策，抵抗亚历山大的代价就是领土被入侵、城市被破

坏以及人口被屠杀，逃脱死亡和奴役的唯一方式是无条件投降。⑧ 如果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能够以

“报复波斯人”为借口，那么，对印度的征服则是毫无理由的侵略。

为解释亚历山大杀戮的原因，博斯沃思分析了希腊史学家对战争合理性的认识。他指出，从希

罗多德到希腊化时代早期，希腊人始终秉持一种观念，即如果事先没有报复的理由，即使入侵和征服

蛮族也是不合理的。⑨ 亚历山大清楚这一原则，但坚持要求地方统治者亲自向他臣服，否则就有理由开

战，被征服者反而成了罪魁祸首。这种做法显然只能通过亚历山大妄自尊大、渴望权力得到解释。统

治权的获得使他的每一次暴力行为合法化，抵制就会遭到屠杀和镇压。然而，从古至今有很多史学家

为亚历山大的残酷行为辩护，如阿里安，他也相信由于亚历山大的神界先祖狄奥尼索斯曾远征印度，亚

历山大本人有统治东方各民族的天赋权力。博斯沃思将这种历史解释定义为“胜利的悲剧”：“一场残

酷的入侵战，却在宣传和主观解释下，变成了镇压顽固的叛乱者和不服从合法权威者的正义之战，这是

经过美化的权力，也是胜利的可悲之处。”○10他对亚历山大远征的评价更像一个被征服者的控诉：亚历山

大统治的代价是大规模的杀戮，杀戮是他统治的永久标签。○11

除了强调亚历山大的杀戮，博斯沃思还着力揭示亚历山大统治的专制性。他首先谈及小亚细亚

希腊人的地位。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口号是解放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因而，这个群体似乎不应该与

亚历山大征服的蛮族属民同等对待，但实际上他们的地位取决于如何对待亚历山大。如果抵抗“解

放者”，接纳波斯驻军，他们同样会遭到进攻。公元前 335 年，一个埃奥利亚人的小城格里尼翁
（Gryneium）被认为亲波斯，城市遭到洗劫，居民被奴役。○12 公元前 334 年，帕麦尼翁洗劫米利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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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刻投降，得到宽恕并被授予自由。① 博斯沃思指出，这种自由只意味着免遭奴役，因为亚历

山大不会放弃胜利者的权力。他以一个胜利的君主的身份，决定这些希腊城市应建立何种政府、交

纳多少贡金，并且把自治作为个人的恩惠授予城市。他既没有与任何城市签订双边同盟条约，也没

有把它们纳入科林斯同盟。所有的条件都由他单方面决定。②

希腊本土城邦是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博斯沃思认为，它们同样处于亚历山大的专制统治之下。

亚历山大发布的“流亡者敕令”就是“专制的表达”。③ 敕令于公元前 324 年夏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公
布，规定除犯有渎神罪者，整个希腊世界的流亡者都要被城邦召回，他们的罪责一笔勾销。安提帕特

有权对不服从命令的城邦予以镇压。④ 博斯沃思认为，这个敕令首先严重违反科林斯同盟的规定，

因为同盟条约明确禁止召回流放者；其次，敕令是对希腊城邦自由和自治的粗暴干涉。史料中没

有提到亚历山大曾就此事与希腊各邦协商，这是亚历山大单方面发布的命令，而且以武力作为威

慑，希腊城邦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和权利。作为马其顿国王的盟友，他们的地位和臣民没有多少

差别，城邦自治形同虚设，“这是以王室命令的方式实施的绝对统治，是一次令人惊愕的独裁权力

的体现”。⑤

在博斯沃思看来，亚历山大缺乏远见和政治智慧，政策具有短期性、临时性，并非一个成功的帝

国建立者和管理者。高加美拉战役后，亚历山大在总督的设置方面进行了一次试验，即从波斯贵族

中选任总督，但由于总督反叛甚至篡权事件的发生，亚历山大的试验失败，过分强势的总督被处死，

代之以马其顿人。所以，在总督的任命方面，很难看到任何超越基本需求的长期政策，只要总督能以

最小的代价维持和平，亚历山大的王权得到广泛且无条件的接受就可以了。⑥ 他没有为帝国创建一

个重要的权力中心，帝国在他死后分裂，是他个人行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反倒是他的继业者

们在建立领土国家方面，比亚历山大更成功，“继业者战争时期不是亚历山大历史令人失望的结束，

而是富有成果的新帝国形成时期”。⑦

博斯沃思笔下的亚历山大从英雄和半神回归到征服者这一最初的身份。亚历山大不再是致力

于传播文明、实现人类统一的英雄，而是追逐个人权力的征服者和国王。他给东方带去的是恐怖、杀

戮和对经济的破坏，与“英雄传统”宣扬的和平、繁荣、经济的发展截然相反。可以看出，在批判“英

雄传统”“去魅”亚历山大的过程中，博斯沃思重塑了一个残暴专制的征服者形象。这种变化呼应了

二战后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不同时代研究者立场和思想的差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

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和评判，较此前的“英雄传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他确实看到了亚历山

大远征给被征服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统治中专制的一面。

不过，整体来说，博斯沃思并没有跳出“英雄传统”的叙事框架，在其叙事中，远征仍然是亚历山大个

人的独角戏，看不到亚历山大手下士兵以及被征服民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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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前文主要从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实际上，历史人物评价和历

史人物研究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注重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历史

人物研究，则更看重史料和史实，当然也涉及史料的解读和辨析等方法论问题。在对“英雄传统”的

批判中，博斯沃思敏锐地意识到德罗伊森和塔恩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即主观预设人物形象，并根据预

设选择性地利用和解读史料。他专门撰文，批判塔恩从个人好恶出发，随意剪裁、解释史料，“他的亚

历山大远远超出了史料的记录。他先入为主地构想出一个亚历山大的形象，并以这一形象作为解释

原始证据的标尺……他断章取义，选择性引用，有时甚至曲解事实，将所有不利的史料作为虚构加以

抛弃。”①博斯沃思列举了一些塔恩轻率处理史料的例证。比如，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在禁忌的

日子里，强行把德尔菲女祭司拖到神殿里发布神谕。② 塔恩将这段史料解读为：亚历山大可能是带着

武器对女祭司说话，动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亚历山大会对一个妇女使用武力，尤其是

女祭司。博斯沃思指出，这是改写史料以适应个人观点的明显例证。他评论道：塔恩的亚历山大是他

一生思想的结晶，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文学纪念，作者精心创作，常常令人动容。但是，这一形象是在未

经严肃的学术讨论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他对亚历山大性格的描绘，尽管很有力度，却与古代资料中的

共识完全相悖，其基础往往是情感直觉，而原始资料变成了尴尬的存在，被解释掉或被选择性删除。所

以，塔恩的亚历山大著作现在只能作为历史的猎奇作品，而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作品。③

那么，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何避免曲解和主观想象？博斯沃思给出的答案是专注史料。他说，

尽管塔西佗的“不怒不偏”可能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但至少要努力将解释基于现存史料之上。④ 由

此，博斯沃思将亚历山大研究重新引向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运用。他认为，现存亚历山大史料中，尽

管托勒密、阿里斯托布鲁斯等史学家的作品在时间上更接近亚历山大时代，但由于只有残篇传世，不

足以提供完整的信息。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虽然创作于亚历山大之后近五百年，但重要性毋

庸置疑，因为他的作品最完整，同时提供了明确的史料来源。因此，阿里安的作品可以作为亚历山大

研究的可靠性标尺。博斯沃思将这一方法概括为“通过已知的、完整的研究去接近未知”，⑤这并不

是说将其他史料弃之不用。由于不同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和解释常有差异，所以，可以通过对

比这些史料记载，确定可靠的事实标准。博斯沃思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原则：通过比较，找出史料中的

共同之处；解释不同之处，然后从一般的可能性出发，判断史料中记录的细节是否符合历史背景。他

相信，现存的亚历山大史料足够做这种比较，公认的事实框架可以建立起来。⑥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

也强调：应该准确解释史料的含义，不要以个人的理解和想象篡改它们。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证据都

要放在历史背景下，不能用它们来支持人们主观认为的一些抽象观念，这是很危险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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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博斯沃思秉持的后殖民主义立场和思想，使他在具体研究中没能完全避免对史料的主观解

读。比如，在分析亚历山大的杀戮时，博斯沃思将王友科伊努斯纳入了牺牲者名单。他对科伊努斯之

死有如下评论：“科伊努斯的死可能是个意外，但在时间上，与他公开反对亚历山大继续远征一事太过

接近。无论如何，他的死对于那些实力强大的部将都是一种警告，即反对国王是危险的。”①这好像是在

暗示科伊努斯的死与亚历山大脱不了干系，似乎那些冒犯亚历山大的人，都逃不过被杀的命运。但阿

里安与库提乌斯都记载，科伊努斯死于疾病，且没有显示他的死有任何可疑之处。② 因此，尽管亚历山

大杀害过其他王友，他对科伊努斯可能也感到恼火，但不能就此推断他谋杀了科伊努斯。这种由此及

彼的联想违背了博斯沃思本人强调的“与史料一致”原则，如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同样与历史真实相悖。

除文献资料外，博斯沃思也注意利用铭文、钱币等实物资料。对于这类资料，博斯沃思有时也有

过度解读之嫌，例证之一是他对“波鲁斯币”的解释。“波鲁斯币”主要是十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

银币，上面有印度战象、弓箭手和战车图案。对于这些银币，学者们争议很大，有的甚至认为，所谓的

“波鲁斯币”其实只是一些纪念性徽章，因为它们工艺粗糙，没有采用希腊标准，上面也没有铭文，与

当时流通的亚历山大钱币差别较大。③ 但是，博斯沃思认为，它们是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后发行的钱

币，目的是利用钱币上的异域形象，宣传他对波鲁斯的胜利，震慑在放逐令实施后意欲反叛的希腊

人。“这些钱币是直接的警告：小心反叛的后果，战胜波鲁斯的这支军队同样能够镇压你们。”④事实

上，这些“钱币”从未出现在希腊或巴比伦尼亚以西的任何地方，认为它们的受众是希腊人，这是博斯

沃思个人的想象，⑤既没有考虑这些材料出现的背景，也不符合钱币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博斯沃思批评其他学者在研究亚历山大时道德评判先行，而他自己对亚历山大的重构也带有较

强的道德评判色彩。无情的杀戮是他给亚历山大贴上的最明显的标签。亚历山大的谋杀和杀戮是

事实，但如果因此认为亚历山大大部分时间都在杀戮，他最擅长的就是杀戮，同样是不客观的。同一

个历史人物在一代人笔下是传播文明的英雄，在另一代人笔下却变成了残暴野蛮的征服者，这是当

代人对战争、帝国主义、正义、人权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的，是以今人的价值观评判古人的结果。

事实上，亚历山大对待敌人并非一味杀戮，有时会让他们加入军队，有时作为人质，有时也会宽恕他

们。比如，托勒密记载，索格狄亚那第七座城市投降后，亚历山大把投降者分散到军队中，下令对他

们严加看管。⑥ 后来，他将其中一些释放，安置在一个新城市中。⑦ 这表明，如何处置敌人更多取决

于国王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道德善恶。杀戮只是亚历山大的一种选择，且不一定是他最乐意的选

择。⑧ 史学家不应把亚历山大放在今人的道德天平上，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热衷暴力的杀戮者和破

坏者，一笔抹杀他的历史影响，这种做法，实则与“英雄传统”一样，都没有全面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历

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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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亚历山大时，博斯沃思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英雄和时势的关系问题，一个残暴、嗜

杀、没有任何管理能力的亚历山大如何能战胜波斯，将希腊文明的边界推进到印度河流域？可以说，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世界的纷乱以及东地中海的统一趋势造就了亚历山大。长达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
战争结束后，雅典帝国瓦解，获胜的斯巴达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希腊城邦中不再拥有绝对优势，

希腊陷入城邦争霸时代。波斯凭借金钱攻势，再次介入希腊大陆纷繁复杂的争斗之中。在这样的背

景下，一些希腊政治家将目光投向了新崛起的马其顿，希望腓力二世这样的强力君主能够统一希腊，

并率领希腊人向波斯复仇。但是，腓力二世在东征前夕被刺杀，亚历山大接过父亲的权杖，经过十年

征战，摧毁了庞大的波斯帝国，成为“亚洲之王”。① 统一的形势要求亚历山大突破希腊—蛮族对立

的狭隘观念，整合帝国内各个民族。他有意识地使各个民族的习俗、观念相互接近，促进了不同文明

的融合。博斯沃思忽视历史背景，否认亚历山大顺应时势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站不住脚的。

总体而言，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重构并不十分成功，他看似建立了一种有关亚历山大的“正统

理论”，实则仍是一种带有主观偏见的重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布里昂称之为“新极端正统

论”，②它的出现部分源于对塔恩理想化的亚历山大的批判，部分源于将亚历山大的目标和行为方式

与希特勒等同，部分则是后殖民史学的产物，即过于注重被统治民族在外来统治下遭受的残酷对

待。③ 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典型个案，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去魅与重构，从正反两方面为历史人物

研究提供了可以汲取和避免的例证。

四、回归历史语境中的亚历山大

无论“英雄传统”还是博斯沃思的后殖民主义史学视角，实际都是对亚历山大的一种道德评判。

若要避免这样的认识论陷阱，需要将亚历山大真正置于历史语境中，分析他在管理、经济以及文明发

展方面到底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并非如博斯沃思所言，缺乏管理帝国的能力。实际上，亚历山大既

重视征服，也重视对征服成果的管理，他在很多方面延续了波斯的统治模式，必要时根据形势做一些

改变。由于所征服地区的多样性，亚历山大保留了波斯时期总督区的划分，公元前 334 年格拉尼库
斯河战役后，他在赫勒斯滂弗吕吉亚任命了第一位总督。④ 总督的职能和波斯时期一样，主要是收

税，为分化总督权力，总督区内的军事指挥权往往另外委任。在一些特殊的总督区，比如富庶的埃

及，亚历山大创立了复杂的权力结构。政务由一名埃及人管理，军事指挥权交给马其顿人，但在权责

方面做了细致划分，除两名最高将领外，还设置了舰队指挥官、雇佣军指挥官、弓箭手指挥官等，孟菲

斯和佩鲁西翁又有独立的驻军将领。经济事务由瑙克拉提斯人克利奥米尼掌管，负责从各地收税。⑤

这种权力配置体现出亚历山大在管理方面的务实性和灵活性。

尊重地方文化和宗教传统是波斯管理的特点，亚历山大在这方面有所依循。小亚细亚的希腊城

市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据阿里安记载，萨迪斯投降后，亚历山大允许萨迪斯人和其他吕底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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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他们原有的法律和自由。① 在埃及，亚历山大拜访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向阿皮斯及其他的埃及

神献祭；在巴比伦尼亚，他以当地的仪式祭祀神灵，下令修复贝尔神庙，在他离开巴比伦时，很多祭司

随行，以便沿途举行各种仪式。② 他允许波斯人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乡村，耕种他们的土地，保

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只要他们服从统治，向他交税即可。③

随着远征的推进，亚历山大的思想也逐渐超越希腊马其顿的界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需要当地

精英的支持。征服巴比伦后，亚历山大首次启用波斯人担任总督。公元前 331 至前 327 年征服和重
组的 12 个总督区中，只有阿拉霍西亚交给了马其顿人，其他的至少一开始都由伊朗人统治。④ 战胜
印度王公波鲁斯后，亚历山大将他征服的印度人交给波鲁斯统治，还把更多的地方划归波鲁斯管

理。⑤ 他也利用联姻方式争取地方贵族的归顺。著名的波斯贵族奥西亚特斯举兵反抗亚历山大，亚

历山大娶了他的女儿罗克珊娜为妻，平息了上总督区的叛乱。⑥ 公元前 324 年，亚历山大在苏萨和他
的 80 个王友举行集体婚礼，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和阿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许配给王友的也都
是波斯和米底显贵的女儿。对于其他娶了亚洲女子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也都送了贺礼，这样的人

竟有一万多。⑦ 他招募来自巴克特里亚、索格狄亚那等地的骑兵加入王友骑兵队，又新建骑兵第五

团，挑选一些东方人纳入其中。⑧ 这些措施显然是出于巩固帝国的现实需要。

亚历山大可能没有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但他的一些措施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化世界在经

济贸易方面的联系。他在东方土地上建立了数十座希腊式城市，这些城市的首要目的是军事防御和

安置老兵，但有些城市同样适合发展商业，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它既有优良的港口，又有方便运

输的河道。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城已经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在它的市场上，既可以看到

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橄榄油、蜂蜜、酒、奶酪、陶器等产品，也有来自印度、阿拉伯、非洲的奢侈品。埃及

出产的粮食、纸草、纺织品、玻璃等，则从亚历山大港运达地中海的各个港口。罗马统治埃及后，亚历

山大城继续在罗马帝国的商业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斯特拉波称其为“已知人类世界最大的商业中

心”。⑨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些新建城市都是亚历山大更为持久的遗产，并且他的建城活动也为后

继王国遵循。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发行了新钱币，钱币采用阿提卡标准，正反面有神或统治者的肖

像，有表示钱币发行者的铭文。据估计，公元前 333 至前 290 年，亚历山大的王室造币场打造了价值
约 6000 万的四德拉克马，6600 万一德拉克马，1200 万金斯塔特。按金银比率 1：10 折算，大约相当
于 9. 1 万塔兰特的银币流入市场。○10 这种类型的钱币此后为希腊化王朝广泛接受，为希腊化世界钱
币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便利了希腊化世界的贸易往来。亚历山大的远征也促进了东西方陆路和海路

的畅通，除利用波斯时期的道路，亚历山大也在一些无人的区域开辟了新路。○11 他派尼阿库斯率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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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1. 17. 4.
Plutarch，Life of Alexander，5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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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Thonemann，The Hellenistic World：Using Coins as Sour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 15.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1.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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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沿从印度到波斯湾的海路返回巴比伦，此后这条海路成为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新的海上贸易

通道。尽管亚历山大未能建立一个稳固长久的帝国，但希腊化时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开端毫无疑

问是亚历山大的东征。博斯沃思也承认，“继业者战争时期不是亚历山大历史令人失望的结束，而是

富有成果的新帝国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亚历山大奠定的基础，在近东文

明的发展中，亚历山大的东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亚历山大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经由亚历山大的军事征

服，希腊文明得以广泛传播、繁荣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埃及、西亚甚至是中亚地区的文明形态。在

这个时代，希腊语成为国际语言，统治者的推广、地方上层的主动学习，共同促进了希腊语在东方的

传播。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非希腊人热衷于利用希腊语，向希腊人讲述他们自己的历

史。埃及祭司曼涅托的《埃及史》以及巴比伦人贝罗苏斯的《巴比伦史》，均用希腊语写成，是这方面

的典型代表。所谓的希腊化并非希腊文化的单向传播，东方文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希腊文明。比

如，希腊化王国无一例外采用君主制，从其特征来看，主要根源于古代近东长期确立的君主统治。东

方的神也受到希腊人的追捧，尤其是埃及的伊西丝女神，不仅成为近东最有影响力的神，公元前三世

纪后也迅速在希腊本土传播，乃至狄奥多罗斯感叹，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伊西丝崇拜。① 因此，亚

历山大远征开启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两种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融

合，形成了新的希腊化文明，而亚历山大远征开启的希腊化世界，也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全线开通奠定

了基础。②

亚历山大是公元前四世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他的征服不可避免地给被征服地区带去了灾难，

但是他的政策确实基于巩固帝国的需要，具有灵活务实性，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只有将亚

历山大置于历史语境中，具体考察他的活动和政策，才有可能全面认识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单纯地将他视为文明传播者和残暴征服者，都是主观片面的。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与德罗伊

森、塔恩一样，都带有作者本人以及所处时代的鲜明印记，而研究对象被剥离了他的时代与社会，导

致人物形象失真。这是“英雄传统”与博斯沃思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它提醒我们在历史人物研究

中，一定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在历史背景中理解人物的动机和影响。

（作者崔丽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00089）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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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 25. 4.
杨巨平：《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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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reaching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local stability. This ideology of governing，
along with its stage-by-stage practice，were the core logic of the Qing Dynasty's borderland policies. The
Qing Dynasty achieved “cultivate education and unify governance” through “governing according to
customs”.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former was the goal，and the latter was the bridge over which to
achieve the goal. This governance logic was mutually supportive and formed a grand strategy known as
“Qing Dynasty Solution”，representing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border govern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f we adopt a long-term view to rethink borderland governance during Qing Dynasty，we will find
that the “Qing Dynasty Solution”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and it deserves further in-
depth summary.

Research on Oral History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Wang Yup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 To adhere to this approach in
oral interviews and oral history research，we must stick to the mass line，immersing ourselves in historical
contexts，and conducting historical analysis through connection，analysis，and synthesis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must grasp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oral history，that is，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interviewer and the interviewee，oral narratives versus constructed narratives，and micro versus macro
perspectives.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al interviews and oral history research，we must abide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namely the principles of 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
authenticity，and attention to details. Studying oral hi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real
“path”.

Perspectives，Characteristics，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ed Works on Overseas Late Qing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 / Zhang Deming

Since the New Era，a series of overseas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politics，economy，
diplomacy，social culture，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is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Overseas studies of late Qing history often adopt novel perspectives，influenced by new social
history，new political history，new cultural history，global history，and other research trends. Most of these
translated works employ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emphasizing the use of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y combine those with Chinese materials to create vivid and readable historical
narratives. However，some of these works misunderstand or over-interpre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aradigms，overseas studies on late Qing history，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have
experienced 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Impact-Response”，“China-centric
view”，and “State-Society”. Occasionally，these studies have forced theoretical paradigms onto late Qing
history studies. Scholars in China should evaluate these translated overseas works on late Qing history
objectively and accele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from abroad.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verseas historical materials，deepening the study of
late Qing history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e should not blindly follow and worship western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stead，we should expedi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late Qing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The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A Study Centered on the Researc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y A. B. Bosworth / / Cui Lina

Stu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constitute a foundational and core aspec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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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ras，positions and points of view of researchers，studies of certain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igures
often underwent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from construction，through disenchantment，to reconstruction.
A. B. Bosworth's research on Alexander the Great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process of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figures studies. He corrected the idealized image of Alexander，often
portrayed under the “heroic tradition”mode of historical writing，and challenged the narrative paradigm
under which Alexander became a glorified “spreader of civilization”. Meanwhile，he reconstructed an
image of Alexander as a brutal and autocratic conqueror. This process of disenchan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shattered the constructed heroic image of Alexander，leading to a historic reorientation in Alexander
studies. However，the image of Alexander in his works still remained one-sided and biased，and his
methods had not completely escaped from the “heroic tradition”. Only by placing Alexander fully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E can we more objectively understand hi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Cheng Jing's Research o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 Li Changyin，Li Jiahuang

Cheng Jing was an important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However，
scholars today have not fully recognized his contributions. Influenced by the trends of Marxist thought，
Cheng adhered to “the faith in the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in the early 1920s，and thereafter applied
this doctrin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1928 to 1933，he successively proposed a series of views
on social forms，such as the primitive society evolving from clans to tribes，the tribal nature of the Yin and
Shang，the feudal society of the Western Zhou，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the Eastern Zhou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Qin Dynasty. He was among the early scholars who applied Marxis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addition，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not onl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pre-Qin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ught and doctrines and the historical eras，but also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Cheng Jing's unique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from within the camp and advanced the academic path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Conflicts of Politics？：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Theory / / Wang Rui

In the 1990s，Samuel Huntington propose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theory with a fundamental goal
to reasses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acing. When thinking about
civilization，he often def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civilizations through an
enemy vs. friend dynamic.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was in line with the civilization theory that
had served as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of Western colonial expansion in modern times. Confronted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cultural pluralism in American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Huntington was
concerned with a huge rift that emerged within Western civilization，worrying that it would lead to a
political crisis and ultimately to the fad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In his view，in addition to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between and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future，the cultural civil wars within the
civilization induced by cultural pluralism demanded more attention.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roots of
Americ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it is helpful to re-read Huntingt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to place his discours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and to place his words within the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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